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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等收入群体扩容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降低社会不平等，加快实现共同富裕。文章从收入阶层流动的

视角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在共同富裕目标中的作用，从理论上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影

响，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截至 2018年，我国仍有 68.67%的家庭处

于低收入阶层，“金字塔型”收入分配结构明显，低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缓慢；第二，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低收入群体收

入阶层向上流动，有助于实现中等收入群体扩容，该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仍成立；第三，机制检验

发现，家庭创业、理财参与和就业水平提升是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重要渠道；第四，异

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促进效应在西部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更显

著，并且与城镇和低人力资本家庭相比，这种促进效应在农村家庭和高人力资本家庭中更强。文章的研究发现为数

字经济发展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新的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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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标志。扎

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在于促进低收入群体提速增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消除收入分配两极

分化，逐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实现收入分配结构由“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改革与发展，我国对外开放持续扩大，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经济

总量连上新台阶，实现了 5575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收入分配状况也得到改善。2020年我国居民收

入基尼系数为 0.468，相较于 2008年的 0.491有所下降，但仍显著高于 0.4的国际警戒线，过大的收入

差距成为了阻碍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和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重要因素。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全

国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3.22万元，已经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不同群体来看，2014年到

2020年收入最高的 20%群体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了 2.93万元，而收入最低的 20%群体仅增加了

0.32万元，收入增长悬殊会导致收入结构进一步恶化。截至 2020年，中间 20%群体的人均可支配收

入为 2.62万元，低于国家统计局对中等收入家庭划分区间的下限①，这意味着到 2020年我国仍有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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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国家统计局将2018年价格下家庭年收入（典型的三口之家）介于10万-50万元之间的家庭定义为中等收入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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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60%的人群未达到中等收入标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十四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要实现

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显著改善分配结构，到二〇三五年实现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实现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在我国社会

经济面临着人口红利消失、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等多重压力的背景下，如何实现中等收入

群体扩容是当前我们迫切需要思考与解决的问题。

另一方面，“十三五”期间，我国深入实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不断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光纤用户

占比超过 94%，推动移动互联网普及，移动宽带用户普及率达到 108%，积极推进产业数字化、数字产

业化和数字政府的建设①。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总规模达到了 39.2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
的 38.6%，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数字经济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强大动

力。“十四五”期间，还要实现数字经济转向深化应用、规范发展、普惠共享的新阶段，继续推动生产方

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的深刻变革。

图1 不同群体人均可支配收入变化 图2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状况

数字经济的普惠共享是否能够缓解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动力不足等问题，促进其收入阶层向上

流动，实现中等收入群体扩容？针对以上问题，本文通过各收入阶层群体特征，从理论上分析数字经

济发展对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影响，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 (CFPS)进行实证

检验。

与既有文献相比，本文可能存在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相对于静态的收入阶层划

分，本文从收入阶层动态流动的角度分析各收入阶层的群体特征具有更强的现实意义；第二，本文以

收入阶层流动和中等收入群体扩容的视角为切入点，探讨数字经济发展对共同富裕目标的影响，为

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新的论证；第三，基于分析低收入人群收入增长受阻的原因以及

数字经济发展的特点，提出数字经济促进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内在机制并进行实证检验，补充了现

有的研究。

①数据来源于国务院2021年12月12日印发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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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回顾

已有关于直接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收入阶层流动影响的文献并不多，考虑到阶层向上流动主要

由家庭收入增长引起，本文从中等收入群体划分与扩容的影响因素以及数字经济对居民收入影响三

方面进行相关文献回顾。

在中等收入群体界定方面，经常使用的是相对收入标准和绝对收入标准。关于相对收入阶层的

划分一般基于中位数或中位数的倍数，例如Pressman（2010）和Grabka et al.（2016）分别将中位数收入

的 75%-125%和 67%-200%作为中等收入群体的划分标准。在绝对收入阶层的划分标准上，Mila⁃
novic and Yitzhaki.（2001）以巴西平均收入为下限，意大利平均收入为上限，认为人均日收入介于 12-
50美元之间可被界定为中产阶级；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课题组等（2012）、李强、徐玲（2017）和

刘志国、刘慧哲（2021）分别将年平均收入介于 2.2万-6.5万、3.5万-12万和 2.85万-11.77万之间的群

体划分为中等收入阶层。

在中等收入群体扩容影响因素方面，宏观层面上，吴青荣（2017）和薛宝贵、何炼成（2018）研究发

现高房价、公共服务非均衡、收入差距以及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水平等因素均会对中等收入群体规

模产生动态影响。微观层面上，李海舰、杜爽（2021）认为当前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

比重较低，可能是阻碍共同富裕的重要原因；李逸飞、王盈斐（2022）通过测算中等收入群体或潜在中

等收入群体的收入结构发现，该群体收入主要来自于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普遍较低；基于该特

点，许永兵（2022）认为提高居民的投资意识和理财水平，增加其财产性收入是实现中等收入群体扩

容的重要路径。何文炯、王中汉（2022）认为非稳定就业的低收入人群是最有可能进入中等收入阶层

的人，因为其当前所面临的高失业风险、低收入水平以及社会保障不足等问题短期内限制了其向上

流动，提高其就业的稳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就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在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收入影响方面，刘魏（2021）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打破传统“面

对面”的社会交往方式，突破社会网络的地域限制，扩大社会交往半径，促进居民社会资本积累，进而

提高家庭收入水平；张勋等（2020）认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高了金融服务的普惠性，改善了被传统金

融排斥人群的金融服务可及性和可负担性，融资约束的缓解改善了居民创业环境与创业行为，促进

了家庭收入增长，并且这种促进效应对农村居民以及低收入群体更强（张勋等，2019）；吴雨等（2021）
和张红伟、何冠霖（2022）的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投资便利性和金融

可得性等途径促进家庭金融理财参与、提高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效率和收入水平；张勋等（2021）和唐

红涛、谢婷（2022）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通过促进居民农业生产向非农就业转型，提高其收入和

消费水平；郭晴等（2022）认为数字经济发展不仅能够提高居民就业概率，还增加了劳动者的单位小

时工资率，并且这种促进效应对农村居民更强烈；孙文婷、刘志彪（2022）基于长江经济带数据研究发

现，数字经济发展不仅能够促进居民收入水平提升，还能通过促进城镇化间接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

平；秦芳等（2022）从电子商务的角度出发探讨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

的发展能够通过降低信息成本、增加创业机会等途径提升居民创业水平、增加非农就业以及提高土

地流转的概率促进农户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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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关于中等收入群体的文献主要集中在中等收入群体测度以及群体特征的分析上，相关实证

研究还相对较少。数字经济的发展是否能够促进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进而促进中等收入

群体规模的扩大？它又通过怎样的途径对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流动产生影响？以上问题的研究还

相对缺乏，本文试图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对该问题进行解答。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家庭收入来源主要可分为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相对中高收入阶

层而言，低收入阶层具有人力资本低、就业质量差、财产性收入低、收入来源少等特点（杨宜勇、池振

合，2021）。从低收入阶层的特点与收入结构来看，数字经济发展可能通过如下途径提高低收入家庭

收入水平，促进其阶层向上流动：第一，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家庭创业，增加其经营性收入；第二，数字

经济发展促进家庭理财参与，增加其财产性收入；第三，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家庭就业，增加其工资性

收入。具体分析如下：

（一）数字经济发展与家庭创业

创业是居民家庭经营性收入的重要来源，但家庭成员是否选择创业受到其自身资本水平与社会

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例如信息的获取与金融服务的获得会对家庭创业决策产生积极影响（张博等，

2015；张龙耀、张海宁，2013）。在传统的经济社会中，居民信息获取途径较少，主要依赖社会关系网

络，这导致其捕捉市场信息的能力较弱。此外，传统金融市场具有较高的准入门槛，由于相关金融知

识缺乏以及可抵押资产不足等原因，普通居民经常被排斥在传统金融服务体系之外（刘宇娜、张秀

娥，2013）。过高的信息成本和融资约束等问题制约着家庭创业决策与收入增长（隋艳颖等，2010）。

随着以互联网和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数字经济发展，一方面，数字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信息效应能够有

效降低居民获得商品信息与市场信息的成本，帮助其快速了解市场需求（Goldfarb and Tucker.,2019)。
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助于拓宽居民的融资渠道和降低融资门槛，有效地解决了居民融资难

融资贵等难题，缓解了其创业决策中的借贷约束（杨伟明等，2020）。此外，数字经济的发展还带来了

新的创业机会，例如农村电商和菜鸟驿站等，并且这些新的创业形式相较于传统创业模式具有成本

更低、灵活性更高等优点。数字经济的发展带来的信息成本降低、融资约束缓解以及新的创业机会有助

于改善居民创业环境，促进低收入阶层家庭参与创业，增加其经营性收入，进而实现收入阶层向上流动。

（二）数字经济发展与家庭理财

居民金融知识储备、金融可得性以及交易成本等是影响居民金融理财参与的重要因素（胡振、

藏日宏，2017；贾宪军等，2020）。对于低收入群体而言，交易成本高、自身金融知识缺乏和传统金融

排斥等问题的存在导致其金融理财市场参与率相对较低，阻碍了其财产性收入的增加。数字经济的

发展促进了互联网与教育资源的进一步融合，改变了知识供给的内容、结构和形式，使得居民能够以

较低的成本进行金融知识的更新（刘魏，2021）。而金融知识的传播有助于提高居民的理财意识和贷

款意识（陈宝珍、任金政，2020），打破了知识储备不足对金融市场参与的约束。另一方面，数字经济

的发展缓解了传统的金融排斥，提高了居民金融服务的可得性，缓解其资金不足对金融市场参与的

约束。此外，数字经济发展还改变了传统理财中实体网点办理模式，有效降低了居民参与金融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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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易成本，提高其金融理财参与的便利性（段军山、邵骄阳，2022）。数字经济发展提高了居民金融

理财市场的参与率，例如截至 2020年，普惠性理财基金“余额宝”用户数已经超过 6亿，金融市场的参

与有助于提高家庭的财产性收入，促进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

（三）数字经济发展与家庭就业

传统社会信息不对称是造成劳动力市场供求失衡以及农村家庭非农就业比例较低的重要原因

（武康平、田欣，2020），过高的信息获取成本制约着居民就业匹配。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一方

面，数字技术的进步推动着平台经济和零工经济的快速发展（张艺、皮亚彬，2022），这种新业态的出

现促进了就业形式多样化，创造了大量新的就业岗位,例如快递员和外卖员等职业的出现为大量低

人力资本、低收入的人群提供了新的就业选择，有效地缓解了就业压力，促进就业水平的提升。另一

方面，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和数字经济的发展，居民数字接入鸿沟逐步缩小、数字覆盖面逐渐扩

大。数字经济的发展拓宽了居民获取就业信息的渠道，降低了其就业信息搜索的成本，有效缓解了

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例如“58同城”、“BOSS直聘”等数字化平台的出现提高了居民职业匹配度与寻

找工作的便利性，促进了劳动者就业。家庭就业水平的提升有助于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工资性收入，

进而促进其收入阶层向上流动。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实现了中等收入群体扩容。

H2：数字经济发展通过家庭创业、家庭理财和家庭就业三个机制促进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

四、研究设计与数据说明

（一）数据来源

本文微观数据来源于 2012年和 2018年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该数据库自 2010年开始展开了多轮追踪调查，其调查样本涵盖 25个省/市/自治区，

涉及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次，包括个体特征、经济活动、家庭关系与家庭经济等主题，具有覆盖范

围广、数据内容全面和样本量大等优势。此外，该数据库还将家庭收入通过与 2010年相比进行平

减，为本研究提供了便利。将家庭关系库、家庭经济库以及个人库中的户主信息进行匹配，最终得到

7349个微观家庭样本，其中城乡户籍分别占比 47.26%和 52.74%，东、中、西部地区分别占比 42.93%、

26.14%和 30.93%。宏观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中国数字经济发

展白皮书、中国电子政务发展报告、工业和信息化局网站以及同花顺 iFind数据库，数字普惠金融数

据来自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研究中心《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2020)》。
（二）指标选择

1.被解释变量：阶层向上流动

收入阶层划分主要参考Milanovic and Yitzhaki（2001）提出的将人均日收入介于 12-50美元划分

为中等收入阶层的绝对收入划分标准①。借鉴刘志国、刘慧哲（2021）研究方法，以 1∶6.5汇率近似计

① 虽然相对收入阶层划分更能体现公平性，但如果在整体收入水平不高的情况下，相对收入阶层划分的结果可能导致中等收

入阶层收入过低，甚至会导致无法解决温饱的人群也被划分进中等收入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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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以 2010年为基期，将人均年收入介于 28470-117650元之间的家庭划分为中等收入阶层，低于下

限和高于上限的分别为低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通过CFPS数据测算发现，2018年 84.55%的中等

收入阶层来自 2012年的低收入阶层，虽然也存在部分中等收入阶层发生向下流动，但其绝对规模较

小，对中等收入群体扩容的影响相对较小①，因此本文主要从低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视角进行讨论，

实证分析仅保留 2012年低收入阶层的样本。阶层流动用 2012年到 2018年收入阶层变动衡量，若该

家庭从低收入阶层流动到中等收入阶层或高收入阶层，则阶层向上流动变量取值为 1②，收入阶层未

发生变化取值为0。
2.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

已有文献对数字经济水平的测度方法存在较大的差异，但指标选择的思想基本一致。本文参考

陈晓峰（2022）的方法，从数字基础设施、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三方面进行测度，将相关指标进行

无量纲化处理，使用熵值法计算得到综合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具体指标选择见下表1：
表1 数字经济测度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数字基础设施

产业数字化

测度指标

每百人互联网用户数

光缆长度

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

移动电话普及率

每百人拥有互联网域名数

移动电话基站数

工业企业每百人计算机数

工业应用互联网比重

电子商务交易额

网上移动支付水平

电子政务服务平台

数字普惠金融

一级指标

数字产业化

测度指标

互联网百强企业数量

ICT上市公司数量

智能化制造业上市企业数量

电信和邮政业务收入

软件和信息服务收入

计算机制造业收入

互联网相关服务业收入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收入

3.中介变量

（1）家庭创业。

已有文献常使用家庭是否有人从事个体私营来衡量家庭创业（周广肃，2017）。但考虑到收入阶

层流动为动态变量，2012年或 2018年的创业状态并不能够很好体现创业决策与阶层流动的关系。

参考张勋等（2019）的研究方法，使用家庭 2012年到 2018年创业状态的变化来衡量家庭创业。具体

方法如下：若该家庭 2012年无成员从事个体私营但 2018年开办了个体私营或 2012年有成员从事个

体私营但 2018年个体私营项目数增加，家庭创业变量取值为 1；若该家庭 2012年和 2018年个体私营

状态以及项目数均未发生变化，家庭创业变量取值为 0；若该家庭个体私营从有到无或项目数减少，

家庭创业取值为-1。
①测算结果表明，2018年中等收入家庭共有3520个，其中2976个家庭来自于2012的低收入阶层，占比84.55%，518个来自于原

有的中等收入阶层，占比14.72%，26个来自高收入阶层，占比0.74%。

②由于低收入阶层流动到高收入阶层的家庭样本很少，不足样本总量的1%，将其进行合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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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家庭理财。

借鉴张红伟、何冠霖（2022）的研究方法，使用家庭是否持有国债、股票、基金、金融衍生品或其他

金融产品等来衡量该家庭理财情况，持有一种或多种则视为家庭当年参与金融理财。若 2012年家

庭未参与理财但2018年参与，则家庭理财变量取值为1；若家庭参与理财状态未发生变化，即2012年
和 2018年家庭均未参与或者均参与金融理财，家庭理财变量取值为 0；若家庭从参与到非参与则取

值为-1。
（3）家庭就业。

王燊成、刘宝臣（2018）使用家庭就业人数占总人数的比重来衡量家庭就业参与率。但考虑到不

同家庭劳动年龄人口存在较大差异，本文使用当年家庭非农就业在岗人数占非在学劳动年龄人口总

数的比重来衡量该家庭当年的就业水平。家庭就业变量使用 2018年家庭就业水平与 2012年家庭就

业水平的差值进行衡量。

4.控制变量

为了更准确地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影响，本文尽可能控制会影

响到家庭收入与收入阶层流动的变量。户主层面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政治面

貌①。家庭层面包括：平均年龄、平均受教育程度、总人口变动、劳动年龄人口变动、在业人口变动以

及城乡变动，其中家庭平均受教育程度仅计算已完成学业的家庭成员，劳动年龄人口指年龄介于

15-59岁之间的人口。宏观层面包括：产业结构、城镇平均工资、政府财政支出、经济发展水平等

变量②。

（三）研究设计

在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影响时，考虑到阶层向上流动为 0-1变量，采

用二元Probit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假设存在潜变量Y∗ij满足模型（1）：

Y ∗
ij = π + γDigeij + αpXpij + βqX ,

qij + δnX ,,
nij + μ∗ij （1）

其中, Y∗ij为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潜变量，π为常数项，Digeij为家庭 i所在地区 j的数字经济发展

水平，γ为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Xpij表示反映户主特征的控制变量，αp为第 p个户主控制变量的回归

系数，X,qij为反映家庭特征的控制变量，βq为第 q个家庭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X,,nij为反映地区特征的

控制变量, δn为地区层面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μ∗ij为独立同正态分布的随机扰动项。可观测因变量

Yij与潜变量Y∗ij的对应关系如下：

Yij = {1, Y ∗
ij ≥ k

0, Y ∗
ij < k （2）

本文仅报告二元Probit模型的边际系数,即低收入群体发生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概率。

（四）不同收入阶层主要特征

表 2报告了 2012年和 2018年不同收入阶层的主要特征。从家庭规模来看，总体上，2018年平均

家庭规模相对于 2012年有所下降，低收入阶层家庭规模最大为 3.88，收入阶层越高，家庭规模越小；

①受教育程度使用CFPS标准：文盲=1；小学=2；初中=3；高中=4；大专=5；大学本科=6；研究生=7。
② 由于被解释变量为 2012年到 2018年的动态变量，因此核心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使用 2018年和 2012年差值进行衡量；但由

于在相同年份间隔中，各家庭平均年龄和平均受教育程度变化差异较小，因此在实证检验中以上两指标使用2018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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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家庭平均受教育程度来看，总体上，2018年家庭平均受教育程度相较于 2012年有所提高，低收入

阶层家庭平均受教育水平介于小学与初中之间，中等收入家庭平均受教育程度介于初中与高中之

间，而高收入家庭平均受教育程度超过高中，不同收入阶层平均受教育程度的差异表明受教育程度

低也是制约家庭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从人均收入水平来看，2018年家庭人均总收入以及人均工资

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相较于 2012年均有所增长，其中工资性收入增长最快；从不同阶

层的收入结构来看，低收入阶层收入主要来源为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的 86.09%，而中等收入和高

收入阶层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有所降低，分别为 76.05%和 32.44%，相对低收入阶层而言，中

高收入阶层具有更广的收入来源；从家庭创业和理财参与来看，中高收入阶层家庭创业以及理财的

参与水平更高，在 2018年高收入阶层中，有超过一半的家庭有个体私营项目，有 34%的家庭参与金

融理财，而以上两数据在低收入阶层中仅为 9%和 2%；从家庭就业来看，中高收入阶层家庭就业水平

显著高于低收入阶层家庭，2018年低收入阶层家庭就业水平仅为 0.4；从城乡性质来看，2018年约

60%的低收入群体为农村家庭，而超过74%的中等收入群体和超过81%的高收入群体为城镇家庭。

表2 2012年和2018年不同收入阶层群体特征

家庭规模

平均受教育程度

平均年龄

人均年收入

人均工资性收入

人均经营性收入

人均财产性收入

家庭创业

家庭理财

家庭就业

城乡性质

2012年

总体

3.83
2.63
41.08
12779
6995
2109
351
0.09
0.04
0.45
0.46

低收入

3.94
2.54
40.92
8678
5067
1511
196
0.08
0.02
0.43
0.43

中等收入

2.96
3.50
42.59
43284
23810
6001
1855
0.16
0.12
0.60
0.75

高收入

2.55
3.79
42.47
220885
106830
56142
7341
0.33
0.14
0.70
0.86

2018年

总体

3.58
2.88
46.37
22266
16968
3105
498
0.10
0.06
0.46
0.51

低收入

3.88
2.64
46.11
11148
9597
1447
217
0.09
0.02
0.40
0.40

中等收入

2.64
3.81
47.48
48323
36749
4465
1145
0.13
0.16
0.69
0.74

高收入

2.11
4.46
45.59
200959
96894
67986
5201
0.53
0.34
0.76
0.78

（五）不同收入阶层的流动性

不同收入阶层并非是稳定静态的，低收入阶层可能因为就业改变、创业成功等原因向上流动进

入中高收入阶层，而中高收入阶层也可能因为年龄增长、失业、创业失败等原因向下流动成为低收入

阶层。为了体现各收入阶层的流动性，根据家庭的绝对收入阶层和相对收入阶层变动组成收入阶层

转换矩阵（见表3）①。从绝对收入阶层划分来看，2018年我国约有68.67%的家庭处仍在低收入阶层，

而中等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分别占比 28.93%和 2.4%，表明当前我国收入分配现状不容乐观，“金

字塔”型收入分配结构明显。

从绝对收入阶层转换矩阵来看，2012年处于低收入阶层的家庭，到 2018年有 72.36%的家庭仍

①相对收入阶层划分以“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为标准，将收入最低的 25%群体划分为低收入阶层，将收入位于 25%-75%的群

体划分为中等收入阶层，将收入最高的25%群体划分为高收入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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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低收入阶层，26.67%的家庭向上流动到中等收入阶层，仅有 0.97%的家庭流动到高收入阶层；

2012年处于中等收入阶层的家庭，到 2018年有 65.64%的家庭仍稳定在中等收入阶层，但有 25.42%
的家庭向下流动进入了低收入阶层，有 8.94%的家庭向上流动成为了高收入阶层；在 2012年属于高

收入阶层的家庭中，分别有 54.55%和 34.09%的家庭向下流动进入了中等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

仅有 11.36%的家庭稳定在高收入阶层。从相对收入阶层转换矩阵来看，2012年的低收入家庭中有

41.47%到 2018年仍然处于低收入阶层，但有超过 58%的低收入家庭向上流动进入了中高收入阶层；

超过 56%的中等收入家庭到 2018年仍保持在中等收入阶层，也有 20.93%的中等收入家庭向上流动

成为高收入阶层，但有超过 22%的家庭向下流动成为低收入阶层；在高收入家庭中超过 50%的家庭

仍能够保持在高收入阶层，但也有接近50%的家庭会向下流动成为中低收入阶层。

表3 2012年、2018年收入阶层转换矩阵 单位：（%）

2012年

低收入

中收入

高收入

合计

2018年（绝对收入）

低收入

72.36
25.42
34.09
68.67

中收入

26.67
65.64
54.55
28.93

高收入

0.97
8.94
11.36
2.40

合计

91.14
8.28
0.58
100

2018年（相对收入）

低收入

41.47
22.27
11.54
24.51

中收入

48.27
56.8
38.45
50.47

高收入

10.26
20.93
50.02
25.01

收入阶层转换矩阵结果表明，我国收入阶层流动存在两个明显的特征：第一，低收入家庭向上流

动缓慢，2012年到 2018年仅有 27.64%的低收入阶层实现了阶层向上流动；第二，高收入群体稳定性

不足，2012年到 2018年有 88.64%的高收入阶层发生了向下流动。从收入阶层转换的角度看，扩大

中等收入群体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稳定现有的中等收入群体，提高该群体的抗风险能力，降低其向

下流动的风险；二是提高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帮助其摆脱低收入陷阱，促使其向上流动。基于

此，本文主要从数字经济发展对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影响的视角，探讨其在中等收入群体

扩容和共同富裕中的作用。

五、数字经济发展与阶层向上流动实证分析

（一）数字经济与阶层向上流动基准回归

表 4报告了数字经济发展与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基准回归结果，在未加入控制变量的模型（1）
中，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低收入群体阶层向上流动；在

控制户主特征、家庭特征以及省份特征后，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显著为0.272，数字经济水平增长1个
单位，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概率提高 0.272个单位。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有

助于低收入群体实现收入阶层向上流动，促进中等收入群体扩容。

在控制变量中，户主年龄和家庭平均年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低收入家

庭实现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概率变小，越容易“停滞不前”；户主受教育程度和家庭平均受教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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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家庭，越容易实现收入阶层向上流动，教育成为了实现

居民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重要推动力；户主健康水平和党员身份、家庭在业人数增加以及户籍变动

均有助于低收入群体实现收入阶层向上流动；而家庭总人口和家庭劳动年龄人口变动的回归系数显

著为负，表明家庭人口规模的扩大不利于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宏观层面上，地区城镇平

均工资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会对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政府财政支

出水平会对其收入阶层向上流动产生负面影响，而地区产业结构无显著影响。

表4 数字经济与阶层向上流动：基准回归

被解释变量

数字经济

户主性别

户主年龄

户主受教育程度

户主健康水平

户主是否为党员

家庭平均年龄

家庭平均受教育程度

家庭总人口变动

家庭劳动力人口变动

家庭在业人口变动

家庭城乡变动

经济发展水平

地区产业结构

城镇平均工资

政府财政支出

常数项

区域固定效应

观测值

R2/Pseudo R2

阶层向上流动

（1）
0.098***
（0.020）

-1.246***
（0.067）

是

7349
0.003

（2）
0.101***
（0.021）
-0.090**
（0.037）
-0.012***
（0.001）
0.156***
（0.014）
0.088***
（0.017）
0.450***
（0.054）

-1.811***
（0.163）

是

7349
0.066

（3）
0.174***
（0.023）
0.001

（0.041）
-0.013***
（0.002）
0.018

（0.019）
0.035*

（0.018）
0.128**

（0.061）
0.022***
（0.002）
0.464***
（0.020）
-0.061***
（0.012）
-0.161***
（0.013）
0.109***
（0.013）
0.285***
（0.052）

-3.579***
（0.199）

是

7349
0.225

（4）
0.272***
（0.074）
-0.002

（0.042）
-0.015***
（0.002）
0.019

（0.019）
0.053***
（0.019）
0.194***
（0.063）
0.017***
（0.002）
0.435***
（0.021）
-0.075***
（0.012）
-0.167***
（0.014）
0.112***
（0.013）
0.304***
（0.058）
0.682***
（0.189）
-0.008

（0.006）
0.152***
（0.027）
-0.062**
（0.030）
-3.910***
（0.316）

是

7349
0.273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后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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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稳健性检验

1.替换变量与估计方法

为了进一步验证数字经济发展对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促进效应，本文还进行了以下

的稳健性检验。第一，改变估计方法，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实证检验，表 5模型（1）报告了

OLS估计结果，数字经济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结论一致；第二，替换核心解释变量，使用各

省份单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估计，模型（2）和模型（3）分别报告了以 2011年和 2017年数字经济

水平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数字经济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显著

促进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第三，改变收入阶层划分标准，替换被解释变量。首先，参考国

家统计局 2018年将年收入介于 10万到 50万的三口之家划分为中等收入家庭的标准，对收入阶层进

行划分。其次，以相对收入阶层划分重新构建阶层向上流动指标。模型（4）和模型（5）分别报告了统

计局标准和相对收入标准阶层划分下的回归结果，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稳健性检验结

果均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结论稳健。

表5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估计方法

被解释变量

数字经济

2011年数字经济水平

2017年数字经济水平

户主特征

家庭特征

省份特征

区域固定效应

观测值

R2/Pseudo R2

OLS
阶层向上流动

（1）
0.042***
（0.015）

是

是

是

是

7349
0.245

Probit

（2）

0.260***
（0.017）

是

是

是

是

7349
0.250

（3）

0.139***
（0.011）

是

是

是

是

7349
0.241

统计局划分标准

（4）
0.264***
（0.079）

是

是

是

是

7349
0.277

相对收入阶层

（5）
0.146***
（0.026）

是

是

是

是

2855
0.132

2.内生性讨论

考虑到中等收入群体数量的增加可能会对数字经济的发展产生影响以及可能存在不可观测的

变量会影响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本文还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和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

题。借鉴多数文献的做法，选取工具变量并借助 IV-Probit模型和 IV-2SLS模型对内生性问题进行缓

解。在工具变量的选择上，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主要基于信息技术与互联网平台，而地形起伏度

大的城市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成本较高，还存在信号不稳定等问题（刘传明、马青山，2020），不利于

数字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地形起伏度属于自然地理变量不会对随机扰动项产生影响，理论上地形

起伏度符合本文工具变量的要求。

表 6报告了使用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缓解的回归结果。第（2）列在控制相关特征变量后，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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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it模型中数字经济回归系数显著为正，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AR
统计量为 46.510，其对应的 P值为 0，Wald统计量为 44.910，对应 P值为 0，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

题。在第（3）列和第（4）列 IV-2SLS的回归结果中，不可识别检验的Kleibergen-Paap rk LM统计量为

253.161，其对应 P值为 0，在 1%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不可识别的原假设；弱工具变量检验的Kleiber⁃
gen-Paap Wald rk F统计量为 210，大于 Stock-Yogo检验 10%统计水平下的临界值 16.38，拒绝弱工具

变量原假设，表明工具变量与解释变量无弱相关性；Hansen Jstatistic统计量为 0，表明工具变量外生；

以上检验结果证明了选择地形起伏度作为本文工具变量的合理性。以上结果表明，在使用有效工具

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促进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结论仍成立。

表6 内生性问题解决：基于地理工具变量再检验

被解释变量

估计方法

地形起伏度

数字经济

户主特征

家庭特征

省份特征

区域固定效应

Wald test of exogeneity

AR

Wald
Kleibergen-Paap Wald rk F
Kleibergen-Paap rk LM
Hansen J statistic

观测值

阶层向上流动

IV-Probit模型

（1）

0.714***
（0.071）

否

否

否

是

84.450
（0.000）
110.590

（0.000）
100.400

（0.000）

7349

（2）

0.558***
（0.083）

是

是

是

是

28.780
（0.000）
46.510

（0.000）
44.910

（0.000）

7349

数字经济

IV-2SLS模型

（3）
-0.051***
（0.007）

是

是

是

是

7349

阶层向上流动

（4）

0.180***
（0.027）

是

是

是

是

210.000
253.161

（0.000）
（0.000）
7349

六、数字经济发展促进阶层向上流动的机制检验

正如前文所揭示的理论机制，数字经济发展可能通过促进家庭创业、家庭理财以及家庭就业对

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产生正向影响，进而推动其收入阶层向上流动。本部分将使用中介效应模型对

其可能存在的三个机制进行实证检验。

（一）数字经济与阶层向上流动机制一：家庭创业

数字经济的发展拓宽了居民的融资渠道和信息渠道，降低了居民创业的融资成本和信息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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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推动家庭创业水平的提升，进而促进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表 7报告了数字经济发

展促进家庭创业机制的检验结果，在第（1）列数字经济对家庭创业的回归结果中，数字经济的回归系

数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低收入阶层的家庭创业决策；在第（2）列家庭创业与阶层向

上流动的回归结果中，家庭创业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低收入群体参与创业可以提高其收入阶

层向上流动的概率；在第（3）列中数字经济与家庭创业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

过促进家庭创业进而推动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机制存在。

表7 作用机制一：数字经济与家庭创业

被解释变量

数字经济

家庭创业

户主特征

家庭特征

省份特征

区域固定效应

观测值

R2/Pseudo R2

家庭创业

（1）
0.142**

（0.073）

是

是

是

是

7349
0.094

阶层向上流动

（2）

0.402***
（0.062）

是

是

是

是

7349
0.276

（3）
0.267***
（0.074）
0.400***
（0.062）

是

是

是

是

7349
0.277

（二）数字经济与阶层向上流动机制二：家庭理财

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通过提高金融可得性以及降低交易成本等途径促进家庭参与金融理财市场

（张红伟、何冠霖，2022），这种理财市场参与能否促进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表 8报告了数

字经济发展促进家庭理财机制的检验结果，第（1）列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经济发

展有助于促进低收入群体参与金融理财；第（2）列家庭理财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低收入群体参

与金融理财有助于促进其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第（3）列数字经济与家庭理财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

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促进家庭理财参与，推动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机制存在。

表8 作用机制二：数字经济与家庭理财

被解释变量

数字经济

家庭理财

户主特征

家庭特征

省份特征

区域固定效应

观测值

R2/Pseudo R2

家庭理财

（1）
0.154***
（0.037）

是

是

是

是

7349
0.125

阶层向上流动

（2）

0.505***
（0.103）

是

是

是

是

7349
0.273

（3）
0.269***
（0.074）
0.503***
（0.104）

是

是

是

是

7349
0.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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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字经济与阶层向上流动机制三：家庭就业

数字经济发展不仅直接创造了大量工作岗位，还能通过带动上下游产业发展间接创造就业（唐

勇、吕太升，2022）。此外，数字经济发展降低了居民就业信息搜索成本，提高就业匹配效率，进而促

进家庭就业。表 9报告了数字经济促进家庭就业机制的检验结果①，第（1）列数字经济回归系数显著

为正，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低收入家庭就业水平的提升；第（2）列家庭就业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家庭就业水平的提升有助于低收入群体实现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第（3）列数字经济与家庭就业

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促进低收入群体家庭就业水平提升，进而促进其收

入阶层向上流动的机制存在。

表9 作用机制三：数字经济与家庭就业

被解释变量

数字经济

家庭就业

户主特征

家庭特征

省份特征

区域固定效应

观测值

R2/Pseudo R2

家庭就业

（1）
0.096***
（0.022）

是

是

是

是

6502
0.245

阶层向上流动

（2）

0.344***
（0.044）

是

是

是

是

6502
0.279

（3）
0.188**

（0.084）
0.566***
（0.052）

是

是

是

是

6502
0.314

七、异质性分析

前文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促进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考虑到不同人群在面临

的融资约束和数字化使用能力以及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这可能导致数

字经济发展对不同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促进效应存在异质性。基于此，本部分将讨论该

促进效应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区域以及不同户籍和不同人力资本水平群体中的异质性。

（一）经济发展水平异质性

为了验证数字经济发展对低收入群体阶层向上流动的促进效应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是否

存在差异性，以人均GDP中位数为分类标准，将样本划分为低经济发展水平和高经济发展水平两组

进行异质性检验。表 10报告了经济发展水平异质性检验的回归结果，在第（1）列低经济发展水平的

样本中，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显著为 0.898；而在第（2）列高经济发展水平的样本中，数字经济回归系

数显著为 0.265；第（3）列进一步引入数字经济与高经济发展水平虚拟变量的交互项，交互项系数显

著为负。检验结果表明，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均能促进低收入群体阶层向上流

① 为了避免家庭创业与家庭就业重复，在计算家庭就业时未将参与家庭自营的人员纳入其中。因此，在对家庭就业机制进行

检验时，将参与家庭创业的样本进行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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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但相比之下，这种促进效应在低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更加显著，数字经济在该过程中表现出较强

的包容性。

表10 数字经济与阶层向上流动异质性一：经济发展水平异质性

被解释变量

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高经济发展水平

户主特征

家庭特征

省份特征

区域固定效应

观测值

R2/Pseudo R2

阶层向上流动

低经济发展水平

（1）
0.898***
（0.093）

是

是

是

是

3636
0.254

高经济发展水平

（2）
0.265***
（0.036）

是

是

是

是

3713
0.230

经济发展水平交互项

（3）
0.876***
（0.092）
-0.609***
（0.098）

是

是

是

是

7349
0.239

（二）区域异质性

我国不同区域在资源要素禀赋、居民收入水平以及历史发展定位等方面均存在显著的差异，将

样本划分为东、中、西三组进行区域异质性分析。表 11报告了区域异质性检验的回归结果，第（1）列

到第（3）列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不同区域低收入群体阶层向上流

动均有促进效应。进一步，引入数字经济与区域虚拟变量的交互项，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

明区域从东到西，数字经济发展对低收入群体阶层向上流动的促进效应逐渐加强。可能原因在于：

相对东部地区而言，中西部地区低收入群体占比更高，传统金融服务可达性更低，居民面临着更强的

融资约束，并且在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率与低收入家庭非农就业参与的比例也相对较低。随着“数字

中国”和“智慧城市”等政策的推进，区域间的“数字鸿沟”逐渐缩小，对于平均收入水平更低、低收入

占比更高的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能够发挥更强的作用（马留赟、白钦先，2022）。

表11 数字经济与阶层向上流动异质性二：区域异质性

被解释变量

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区域变量

户主特征

家庭特征

省份特征

观测值

R2/Pseudo R2

阶层向上流动

东部地区

（1）
0.576***
（0.104）

是

是

是

3155
0.283

中部地区

（2）
0.594***
（0.194）

是

是

是

1921
0.258

西部地区

（3）
0.876***
（0.310）

是

是

是

2273
0.278

区域交互项

（4）
0.025

（0.092）
0.185***
（0.041）

是

是

是

7349
0.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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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乡异质性

表 12报告了数字经济对阶层向上流动影响的城乡异质性检验结果，在第（1）列和第（2）中，数字

经济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和城镇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均有促

进效应，但在农村家庭样本中数字经济回归系数大小与显著性均高于城镇家庭样本；在第（3）列数字

经济与城镇虚拟变量的交互项显著为负，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农村低收入群体阶层向上流动的促

进效应更强。可能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农村地区传统金融覆盖广度与深度与城镇存在显著的差异

（马述忠、胡增玺，2022），当前中国征信空白的群体主要来自农村，农村居民面临着更强的融资约束，

但对于大部分城镇家庭而言，其传统金融服务以及信息的获得水平已经能够满足其进行创业以及理

财等活动（张龙耀、张海宁，2013），因而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借贷约束缓解以及信息成本降低等效应

对农村家庭创业和理财的促进作用更强；另一方面，传统农村家庭非农就业比例较低，农村存在大量

的剩余劳动力（钟钰、蓝海涛，2009），数字经济发展为农村低技能劳动者创造了大量的非农就业岗

位，通过促进人口流动来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和农村家庭非农就业水平，但相对而言，城镇家庭原始

非农就业水平较高，数字经济对其家庭的就业促进作用相对较小。

表12 数字经济与阶层向上流动异质性三：城乡异质性

被解释变量

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城乡

户主特征

家庭特征

省份特征

区域固定效应

观测值

R2/Pseudo R2

阶层向上流动

农村家庭

（1）
0.358***
（0.123）

是

是

是

是

3876
0.189

城镇家庭

（2）
0.172*

（0.091）

是

是

是

是

3473
0.244

城乡交互

（3）
0.205***
（0.039）
-0.090*

（0.049）
是

是

是

是

7349
0.242

（四）人力资本异质性

基于家庭平均受教育程度进行不同人力资本水平分组，将家庭平均受教育水平初中及以下划为

低人力资本家庭，将高中及以上划分为高人力资本家庭①。表 13报告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不同人力资

本家庭收入阶层向上流动影响的回归结果，在第（1）和第（2）列中，数字经济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并

且在第（3）列中数字经济与家庭平均受教育程度的交互项也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高人力

资本家庭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促进作用更强，数字经济红利偏向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可能的

一个原因是数字经济的发展基于互联网信息技术，而信息技术的使用需要一定的知识储备与学习能

力，低人力资本的人群其使用智能化与数字化设备的能力较弱，能够享受到的数字红利也相对有限。

① 以高中作为划分临界点的原因在于若以初中作为临界点，低人力资本组仅占整体样本量的约 1/3，而以大专为临界点，高人

力资本组占样本量的约1/3，因此以高中为临界点分组组间样本量差距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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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数字经济与阶层向上流动异质性四：人力资本异质性

被解释变量

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平均教育

户主特征

家庭特征

省份特征

区域固定效应

观测值

R2/Pseudo R2

阶层向上流动

低人力资本家庭

（1）
0.230**

（0.112）

是

是

是

是

3697
0.256

高人力资本家庭

（2）
0.312***
（0.096）

是

是

是

是

3652
0.277

教育交互项

（3）
0.218***
（0.073）
0.071***
（0.014）

是

是

是

是

7349
0.275

八、结论与启示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扩中”和“提低”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改革开放以

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化的改革，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但截至 2018年，

我国仍有 68.67%的群体处于低收入阶层。要实现共同富裕，促进收入分配结构从“金字塔型”向“橄

榄型”转型，就要促进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模式是否会对中等收入群

体产生影响以及怎样产生影响是重要的现实问题。本文从理论上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低收入群体

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影响，并借助CFPS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我国“金字塔型”收入

分配结构明显，低收入群体阶层向上流动缓慢，2012年到 2018年仅有 27.64%的低收入家庭实现了

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第二，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实现了中等收入群体

扩容；第三，机制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发展通过家庭创业、家庭理财和家庭就业三个机制促进低收入

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第四，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低收入群体阶层向上流动的促进效

应在西部地区以及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更加显著，并且相对城镇和低人力资本的家庭而言，数

字经济对农村和高人力资本家庭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促进作用更强。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低收入群体收入

阶层向上流动，助力中等收入群体扩容，要积极推动数字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第二，受教育程度低是

制约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同时还会影响居民使用数字化的能力以及享受数字经济红利

的公平性，要为低收入群体创造更多的教育机会，保证低收入群体及其子代享受教育等公共服务的

公平性，降低教育不足在代际间的传递；第三，数字经济的发展为低收入群体创造了大量的非农就业

机会，但由于自身人力资本不足的约束，智能化可能会逐渐挤占部分群体的就业机会，导致其收入阶

层向下流动，要改善就业环境，稳定并扩大低收入人群的就业，完善居民就业保障制度，提高低收入

群体的抗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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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Upward Class Mobility and

Middle Income Group Expansion

Tian Yanping Xiang Xuefeng

Abstract：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is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socialism and an important symbol of building a mod⁃
ern and powerful socialist count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key to solidly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lies in pro⁃
moting low-income group to increase their income，expanding the scale of middle-income group，eliminating the polariza⁃
tion of income distribution，gradually narrowing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gap，and realiz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come dis⁃
tribution structure from“pyramidal”to“olive”. However，the current income distribution in China is not optimistic，with the
Gini coefficient of 0.468 in 2020，which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international alert line of 0.4，and more than 60% of
the residents do not reach the middle-income standard proposed by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Narrowing the income
gap and expanding the size of the middle-income group are important goals for China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In the
context of the disappearance of demographic dividend，demand contraction，supply shock and weakened expectations，how
to achieve the expansion of the middle-income group is an urgent issue for us to consider and solve.

The digital economy as a new economic model provides a strong impetus for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and while the country promotes the expansion of middle-income scale，it also emphasizes the need to active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the digital economy should shift to a
new stage of deepening application，standardizing development and sharing for the benefit of all，and continue to promote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modes of production，life and governance.Can the inclusive sharing of digital economy alleviate the
problem of insufficient income growth of low-income group，promote their upward mobility and expand the middle-income
group？ To address these questions，the article theoretically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income class and the impact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on the upward mobility of low-income groups' classes，and empirically tests them using data
from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

The study finds that：First，as of 2018，68.67% of households in China are still in the low-income class，and the“pyra⁃
midal”income distribution structure is obvious，and the upward mobility of the low-income class is slow；Second，the devel⁃
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promotes the upward mobility of the low-income group and helps to expand the middle-income
group；Third，the mechanism test finds that household entrepreneurship，financial participation and employment level are im⁃
portant channels through which the digital economy promotes the upward mobility of low-income group；Fourth，heterogene⁃
ity analysis finds that the boosting effect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on upward mobility of income classes of low-income
group is more pronounced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nd in regions with lower leve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and
that this boosting effect is stronger among rural households and high human capital households compared to urban and low hu⁃
man capital households. The findings of the article provide new arguments for digit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promote com⁃
mon prosperity.
Keywords：Digital Economy；Upward Class Mobility；Middle-Income Group；Common Prosp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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